
《行政》，第五册，第十六期，1 9 9 2 N o ．2 ，6 1 7 －6 2 2

對澳門語言政策的反思＊

Mari a Trigoso ＊＊

《在粤語和國語之間，葡萄牙語摻夾其中且無從選擇……》，這是不久前我

在澳門某周報上發表的一篇關於雙語制問題的文章。顧名思義，文中所述的是葡

萄牙人在其管治澳門期間，不應干預這一我認爲屬中國內務的問題。在澳門，由

於通用數種中國方言，地方願望和國家合理需要之間存在一定的和明顯的分岐，

以致相關問題應運而生 。

當時，拙文未能促使葡萄牙人參與這個問題的討論，他們如“聾子”般充耳

不聞；相反，在華人社會倒是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後來，我被邀請參加三月份在

澳門擧行的“語言發展國際研討會”，出席會議的數十位語言學家分別來自中國

、台灣、新加坡和香港 。

我被要求在發言稿中詳述上文提到的幾個要點 。

我這樣做了。發言題爲《再論在粤語和國語之間，葡萄牙語摻夾其中且無從

選擇……———對一篇文章的沒有必要的解釋》 。

我寫的那篇文章本是針對葡人社會的，因此有必要在一個幾乎全是中國人的

會議上作一個發言，以解釋文中非常葡人化的觀點。但是問題不僅僅是這樣，也

不完全是這樣 。

＊ 本文是《澳門過渡期語言發展路向國際學術研討會》之發言稿，該研討會由澳門社會科學

學會主辦，於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日擧行，此文對原稿已做修改 。

＊＊ 澳門大學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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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章旨在批評葡萄牙人（即我們）試圖“維護”粤語這一天眞的嘗試，

即通過語言或作爲和／或不作爲，把粤語作爲對國語的一種“冲擊”。我認爲，

這種嘗試，其實是不夠眞誠和全面地接受澳門的地方中文，並對葡語不再成爲政

府唯一和主要的語言而耿耿於懷 。

通過這次會議，我解釋了澳門目前的語言狀況，即從葡語到葡語的傳統演講

變爲從粤語到葡語的演講，也算是歷史挫折感中的一次語言升華吧，或者說是佛

洛伊德意義上的不完美行爲：國語會廢棄葡語嗎？我們只是在暗地裏強化粤語這

種具有雙重優越性的語言：即由在澳門的葡萄牙人口頭掌握粤語，一旦掌握了，

那麼粤語本身就無疑是一種能與國語產生語言文化之爭的語言 。

對華人而言，大部份非土生土長，他們理所當然地維護“普通話”，而我的

發言幾乎毫無意識地融進了地方文化的色彩——由此粤語和國語分別所具有的種

種不同之處也顯現出來 。

儘管沒有必要但仍要說的是，歷史上第一部成文作品是寫由於要防御希臘人

而令特洛伊人不敢輕卸武裝，而第二部作品，則寫爲了奪取特洛伊域，希臘人以

妙計取勝。如今《行政》雜誌也出妙計利用我這匹特洛伊馬作了善意的挑戰。所

謂善意，體現在雜誌的形象，它通常以嚴肅、審愼的風格關注澳門本地的和文化

方面的眞實一面；這種善意，也體現在出版物是中葡文對照的；這種善意，還因

爲我不得不再次不斷地反思，“解剖”以前自己僅因喜好或個人和職業的角度去

認識某一問題的立塲和方法，並對此作一自我批評 。

正因爲如此，我欣然應邀，不過，帶着一些往往是中文修辭（也是葡語修辭

）方面的問題。另外，我還將增加一些新的和有趣的內容，如澳門的語言，我認

爲這個問題對本澳人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

讓我們由葡語開始吧！葡語一直是澳門的官方語文，却從未通行於民間 。

我相信葡萄牙人是極富懷舊情緒的人（如果允許在如此無法比擬的價値之間

作一比較的話，那麼大部份葡萄牙人比其它國家的人更具這種情愫……），他們

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無不懷念自己曾經生活過的地方。這種懷舊在某種種度上

可以“美化”（或“提煉”）、保留或延續本國的語言 。

一系列分離的苦惱，使人試圖以主要是文學或類似文學的形式來渲泄，旣浪

漫又矛盾：所謂苦中作樂。這是葡萄牙文學常見的現象，其中已有不少情節被公
開討論，恕不在此贅述。總之，從這一點來說，它是詩歌文學的總括。這種形式

通常哀愁多於快樂，或者有快樂，但同時又有失落或失去所有的悲哀 。

澳門作爲中國使用葡語的地方，自然也抹不掉這種民族幻想的一面，我要重

申的是它帶有一種文學性的色彩。隨着澳門政權即將回歸中國，這種旣浪漫又矛

盾的心理還會再深化。如今在過渡期裏已有某些象徵性的失落，以後還會被認爲

是失去所有，這實在是有人歡笑有人愁了 。

很難設想澳門回歸中國這一自然統一能帶來什麼政治悲哀，而葡語的減少使

用或中止使用所產生文化悲哀，作爲統一後的派生物也易被公眾接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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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要順便提一下，一些葡萄牙人，準確而言，在澳門的葡萄牙人，其文

化和本身的思維已與亞洲人尤其是中國人融爲一體，似乎不太容易受葡萄牙文化

和思維的直接而全面的同化。對我們而言。澳門和中國一樣都不是外國，其祖輩

已是混血兒了，他們的民族幻想不同於那些剛從葡國來澳門工作的同胞。最後，

客觀來說，除了公正的判定或歷史的決定外，沒有人否認隨着澳門將來的變化，

葡萄牙在語言、政治和社會方面的重要性也會最終的和不可避免地削弱，且將以

極其不同的方式影响着生活在澳門的兩類葡萄牙人。很難說是否還能夠劃分哪一

類是文學性的懷舊了 。

在葡萄牙人的思維裏（其中常令人想起一位詩人的詩句：“葡萄牙語便是我

的祖國”），講葡萄牙語的人數相對於最初的數字來說，已無形中在世界各地成

倍地增加了，令葡人感到驕傲，然而這種驕傲仍然交織着失落的恐懼。我認爲，

我們彼此都很難以英國的體育精神去接受和衝量語言的“失落”，也不能以集體

和務實精神去計算其“贏取”之外。當然，由於分佈很散，發展到今天已經很不

容易了：大凡葡萄牙人涉足過的地方大都使用葡文，如巴西和非洲；亞洲也有幾

個殖民地是使用葡文的，其中渧汶 是最典型的例子。在澳門，葡語從未成爲普羅

大眾的語言，似乎僅是某些城裏人單純的懷舊，保留着它，主要是作爲文化的語

言—— 一種學者的語言。

但是，又有誰能預計將來會如何？尤其是存在如此紛繁複雜的社會問題和變

數。越是這樣，我越覺得有必要指出的是，當一系列語言歷史問題是源自殖民地

和殖民地語言的異同時，葡萄牙從來未爲此做過任何努力。換言之，葡語的發展

停滯不前，是因爲缺乏規劃和實施全國性的語言政策，即使葡語能向外延伸，也

不是有什麼政策所致。葡萄牙人總是忽冷忽熱，因而，“事情”總得不到解決，

也不是爲了解決——實際上葡萄牙人對葡語仍抱有幻想，一直以來，他們都徘徊

在高高在上的得意忘形和無能放棄的無可奈何之中。

葡語從未由極少數人的語言變爲公眾的語言，這在澳門是尤爲突出的。在此

，借用我一個好學生一句精彩的評論：澳門土生所用的不是母語而是“父語”

我們知道他們全是一種父與子的關係，尤其是在幼年，這種關係通過母親深植其

中……葡語是父系社會少數人說的權威語言，但也相對受到其母語的壓力。

在澳門的葡萄牙人中，除少數家庭與葡國有較多的聯系外（他們過去和現在

仍以葡語爲其母語並日復一日地永久地使用），一個主要的趨勢是，在他們的日

常生活中，使用中文。正是這一點印証了一個非常有趣的語言社會學研究，那是

1 981 年美國佐治敦大學的載艾斯（D i e z）的博士論文，題爲《澳門葡萄牙

人語言的演進》，文中指出，對於澳門的土生葡人來說，“他們中大多數人以中

文爲第一語言，無論與朋友交談或是在學校和辦公室都使用中文。但他們同老師

，上司和牧師則說葡文”（ 1 9 8 1 ， D i e z ）。

可見，受父權的影響，在行政機構、高等院校和宗敎場所，澳門的葡萄牙人

均使用葡語，且延續了四佰多年，同時，他們也被無所不在的中文一一其母系語

言所潛移默化。語言的變化在短期內也不過是這些小的但影響大的權力据點的變

化。中文成爲官方語文，不再是作爲通俗的口語，而是書面和學術的語言，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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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葡萄牙人將會學習中文的書寫。將來，葡萄牙人來到這片土地將會有新的發現

（不再重複澳門的過去），即不僅“上司”講中文，牧師也越來越多地使用中文

作爲與信徒交流的語言，葡語將不可避免地失去其過去擁有過的語言優勢，這種

優勢若說是社會性不免有點牽強，但是政治上的優勢却是實實在在的 。

我認爲以上提到的，並不是葡萄牙人社會以外，葡語的單純消失，而是在一

些正規演講文件和申請書中葡語不再受用。或許從此轉向其它領域，或許變得更

高深和饒有趣味，如博士著作、碩士論文或歷史文件等 。

讓我們回願一下，在“外來”人口大量湧入澳門以前，澳門的中國人對葡語

的認識，僅限於一些有關買賣方面的詞滙（但在路環和氹仔，澳門的營地街市及

一些由老人家經營的小店舖則不講這些話）。我懷疑中國人講的這些葡語，是否

不過是對葡萄牙人的一份恭維和（或）對葡國遊客顯示自豪（荒唐嗎？），但這

與中葡文化交流息息相關。中國人能講一些葡語句子，並不意味着他們掌握葡語

，簡單來說，這種情况是頗爲“典型”的，我們不能把它與葡萄牙旅遊文化層面

上的葡語同日而語。不過從長遠來說，我們却可以在中葡文化的共通方面作點更

有建設性的努力。最後，讓我們以不同的角度去闡述同一個問題，即在歷史的交

接時期，人們不必掌握葡語，而是必要的“洋京邦”混雜語言去“對付”那些葡

國主婦、老板和顧客。我們只需要爲數不多的人與我們共事，共同研究葡語，作

學士或碩士程度上的中葡文比較研究，以此推動中葡文化交流，諸如此類的想法

不知是否太過樂觀？

現在，讓我們再來談談“雙重中國人”，即將來眞正的雙語人材 。

澳門人在不久的將來都能成爲眞正的雙語人材，我相信沒有人會持懷疑態度

。他們在家裏或與朋友均使用其母語——粤語，甚至在某類工作上也用粤語；但

在正規的或政治性的場合則使用普通話，這是當然的。問題是在於他們學習普通

話的長短過程以及他們可達到的程度 。

在澳門，如今只有那些過去或現在都沒錢，獎學金或家庭成員不能支持他們

出外學習的人材不講國語，即所有的知識分子、商人或政治領袖都講國語。有一

個例子是頗爲典型的，即我在澳門認識了一個住在葡萄牙的富有的中國家庭，出

於文化歷史的考慮，五十年代就從台灣請了一位國語老師敎他們國語。此外，本

地的一些中上層家庭也不甘落後，他們不僅講兩種語言，而且由於他們從事的職

業所具備的特殊的社會地位，更希望把自己的兒女送進澳門唯一的自幼稚園用普

通話和英語敎學的學校。這所敎會學校（莫非爲了傳播福音而走在世俗權力之前

？）四年前開辦時只有十二個學生，現在已有約三佰人了。然而，以他們所擁有

的財力去支付澳門如此昂貴的學費，難道如此付出的代價眞的與他們的眞實需要

相吻合嗎 ？

澳門絕大多數人家的孩子並不具備這種財力，只好不亦步亦趨，過後再作打

算，而令他們覺得有阻碍和有困難的便是國語的敎學了 。

葡萄牙管治下的澳門，不重視國語的敎育。如今政府收購的澳門大學已招收

更多的本澳學生（這些學生也因此失去外出學習普通語的機會），但客觀上對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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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行業人仍有岐視，儘管主觀上並不希望發生。由於歷史和社會的原因，那些本

地勞工和傳統的小業主們更應引起人們的重視和關心。

如今“支配”高等敎育的仍是葡萄牙人和講英文的外國人，這些對敎育責無

旁貸者應顧及所有人的需要，我想強調這一點永遠不是多餘的。希望他們不再像

以前曾經發生過的那樣限制或阻碍普及國語敎育的提議。在近代社會裏，學校敎

育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從社會的各種不同層面上，可以透過語言的通俗敎育或權

力語言的正規敎育，以均衡方式減少社會差異。

我覺得學校所具有這一高度民主和社會化的職能似乎沒有很好地體現出來。

在澳門大學我了解得多一點，它可謂是社會總體的一個縮影。掌握國語與否已經

成爲社會、文化障碍，把學生分爲兩類：較富有的社會精英，他們順理成章的成

爲“三語人”（普通話、廣東話和英語），以及來自貧困階層的學生，他們只講

粤語和不流利的英語。

當學生們完成了他們的學士課程以後，不管是文科或理科，他們都會越來越

少地使用粤語，是否有人質疑，那些經濟來源較少的學生會比那些得天獨厚的學

生因語言方面的阻碍（除經濟和社會地位外）而得不到重用呢？

由於國語和粤語兩種語言結構實際上是相通的，我們設想不用一年時間可以

令講粤語的人講國語（儘管沒有北京音那麼“字正腔圓”，但至少社會交流完全

過得去……），那麼，國語的敎育至少不用在高等敎育時才作普及，也不必成爲

必修課了。

我所指出的解決爭議的途經並非唯一正確的。這個科研和敎學方面的問題同

時也指出了要盡可能快地在各級敎學中引進普通話敎學。

作爲外語敎師，同時又是外語學生，我正在學習中國語言和語言學，我可以

指出本澳大部份大學學生不能說對中文沒有認識，然而却是片鱗片爪的，更甚的

還是受歐洲語法理論模式的影響，連文學課程的學生也不例外，幸而這種情况爲

數不多。從文學文化到視聽文化的轉變，其實最終是削弱了對母語的掌握，尤其

是書寫方面。在澳門，由於粤語的特殊性，它將成爲日後通用的中文口語，但是

，所有鼓勵更多學生更好地掌握中文書寫方面的倡議都是非常必要的，而中文書

寫的唯一途徑便是國語的敎育。

學生本身及其家長都吿訴我他們是反對放棄國語敎育的。我相信他們的確是

這樣想的。首先，這並不是粤語敎學從此過渡到國語敎學，只是在課程安排上增

加國語這一科，其次，我們可以採取不同的引導方法以收引更多的學生選修國語

課，如課外補習、授予更多學分、減免更多學費、或發出更多獎學金給他們參加

中國各大學擧辦的暑期培訓課程，等等，看來這只需要動動腦筋及憑一股熱心即

可辦到的。

有一點我覺得不太明白的是我們唯一的一所大學，在語言方面（主要是集中

在以書面學習爲主的文學課程），並沒有什麼積極的語言措施。這是可笑的，因

爲大學培養學生無非是爲了他們將來具備職業的、社會和政治的競爭能力，而完

全地掌握國語正是未來社會某些競爭性行業所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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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語系開辦的葡語學士課程設有國語必修課，其它院系很少開這門課，奇怪

的是，以中文爲母語的學生却可免修。

有人問我，粤語又如何？難道我們不應做點什麼？

我想是應該的，粤語本身是一種古老的和受尊重的中國方言之一，也是中國

經濟較發達的省份的語言。幾個世紀以來，在東方的這片土地上，人們以中國人

特有的忍耐美德日復一日地包容着來自西方的葡萄牙語。

我一直在捫心自問，我們作爲葡萄牙人也是管治者，如何去回報這一份人情

和表示一份敬意呢？尤其是當我發現粤語以其特有的地方性及其所受到的尊重，

其實並不需要葡語的存在。可是，葡萄牙人從未正式地或集體地表示過任何的回

報和敬意……………

在此，我要奉勤葡萄牙人的一句話是：亡本補牢，未爲晚也！在這些前因後

果之下，我大膽地估計，在不遠的將來，下一次的語言之爭，將是社會政治同時

也是文化之爭。

普通話的普及並不會使廣東話失去陣地。我們有整個廣東省作爲一個好例子

。我們認爲一種地方方言失去陣地並不意味着失去講該方言的人，對中國人來說

只是失去某些面子，失去一定的權力和地位。政治歷史如此不可逆轉，如何才是

失去陣地或是贏取陣地呢？我們不應把它看作是地理上的擴張，至少在短期內不

是這樣。我曾在黑龍江省（前滿洲國）的省會哈爾濱市的餐館吃飯，結賬時我們

用“我們”（假如我也有資格這樣稱謂自己的話）慣用的“埋單呀”（MAI TAN

A），當地人竟也能理解，由此也可見廣東省經濟文化之巨大影響力。我看這就

是一種語言或方言（其地位最終是政治性的而非語言學的）的被確認，說明它作

爲大多數人的母語的延續，並在理論上得到加強，是不成問題的。也就是說，除

了日常和應用方言的敎學，還應對方言的規範結構、其歷史及其語法作系統性的

敎學。

在這一層面上，我想澳門政府可以採取不選擇或選擇兩者的態度。這樣，旣

可有益於那些社會較低階層的人，鼓勵他們能掌握國語；同時又有益於本地語言

，因方言是呈弱勢的，培養精通方言的人材並爲研究方言提供足夠的手段，這種

情况在廣東和香港均未做到。

在上面提到的國際研討會上，我所做的是重申和確認粤語的眞正意義，且建

議在澳門大學或理工學院或任何類似地方正式成立諸如粤語研究所之類的機構，

賦予完全的學術自主和財政獨立（有沒有地方的基金會呢？）。這個研究所本身

將會成爲粤語硏究和粤語專業化的重要中心。如果學者們有興趣，還可以出版一

些關於這一小語種的著作，隨後更可作有關的文化研究，諸如語言社會學、應用

語言學 、語言比較 、語言歷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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